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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 晚周以降，儒家孔子面对礼崩乐坏的社会现实，提出复礼与正名的主张。礼乐的分节对应着身

份秩序的分层，礼乐文化系统其实是建构的一套等级符号体系，孔子倡导复礼，其实是为了重新捋顺礼乐

与政治名分之间的指谓关系; 孔子的正名论，注重的是名分的对应，遵循的是符号双轴操作原理，其实乃是

其恢复礼乐秩序的施政纲领，目的在于使失序的社会恢复到既定的轨道，这也正是其正名的深层意蕴。

关键词 孔子 复礼 正名 社会秩序 符号学

中图分类号 B222． 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 － 2627( 2018) 06 － 0055 － 08

作者: 祝东，男，1982 年生，湖北孝感人，兰州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副教授，研究方向为古代文学与

文化。兰州 730000

晚周以降，随着铁制农具的使用和生产力的发展，当时的社会结构急遽变动，以周公为首的西

周初期统治者精心制定的礼乐制度趋于失效，这也即是司马迁所言的: “夫周室衰而《关雎》作，幽

厉微而礼乐坏，诸侯恣行，政由强国。故孔子闵王路废而邪道兴，于是论次《诗》、《书》，修起礼

乐。”①礼崩乐坏之后，诸子蜂起，他们从各自的阶层和立场出发，著书立说，希望恢复日渐崩溃的社

会秩序，“夫阴阳、儒、墨、名、法、道德，此务为治者也，直所从言之异路，有省不省耳。”②儒家孔子修

礼正名，正是其“为治”的途径。那么，儒家面对社会失序的现状，又是如何进行思辨和调制的，其深

层的表意机制又是如何进行的，符号学最大的特点是其跨学科的方法论研究，因此从符号学的角度

切入孔子正名理论，探析其社会秩序建构的深层规律，未尝不是可取之策。

一、秩序分层: 孔子复礼的符号操作

王国维在其《殷周制度论》中曾对周代之礼的深层文化原因进行了分析，指出: “有制度、典礼

以治，天子、诸侯、卿、大夫、士，使有恩以相洽，有义以相分，而国家之基定，争夺之祸泯焉。民之所

求者，莫先于此矣。且古之所谓国家者，非徒政治之枢机，亦道德之枢机也。使天子、诸侯、大夫、士
各奉其制度、典礼，以亲亲、尊尊、贤贤，明男女之别于上，而民风化于下，此之谓治。反是，则谓之

乱。是故，天子、诸侯、卿、大夫、士者，民之表也; 制度、典礼者，道德之器也。周人为政之精髓，实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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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此。”①王观堂深刻指出周代的礼制其实是一种政治制度，将天子、诸侯、大夫等纳入到既定的等

级秩序之中，相应的名位对应不同的职分、身份和角色，这样就将社会分工和身份权力都归结到伦

理秩序之中。惟其如此，礼乐文化才具有政治伦理作用，才可能规范社会生活中的尊卑等级秩序。

本乎此，我们才容易理解《论语》中孔子对诸多僭越礼乐现象的批判。

《论语·八佾》有云: “孔子谓季氏，‘八佾舞于庭，是可忍也，孰不可忍也?’”程树德《论语集

释》引马注曰:“佾，列也。天子八佾，诸侯六，卿大夫四，士二。八人为列，八八六十四人。鲁以周公

故受王者礼乐，有八佾之舞，季桓子僭于其家庙舞之，故孔子讥之。”②据程树德考证，这里的季桓子

当为季平子。鲁为周公旦封地，周公因有功于周室，故周天子特赐八佾之舞，此亦有文献可征，如

《礼记·祭统》云:“昔者周公旦有勋劳于天下。周公既没，成王、康王追念周公之所以勋劳者，而欲

尊鲁，故赐之以重祭: 外祭则郊、社是也，内祭则大尝、禘是也。夫大尝、禘，升歌《清庙》，下而管

《象》，朱干玉戚以舞《大武》，八佾以舞《大夏》，此天子之乐也。康周公，故以赐鲁也。”《清庙》是颂

文王的诗乐，《大夏》是歌颂大禹的舞乐，这些都是属于天子大祭时使用的舞乐，为了褒扬周公，故而

将这些舞乐赐给鲁国，特许鲁国在祭祀文王和周公的时候可以使用八佾之舞，而季氏是鲁国的卿大

夫，却把八佾之舞拿到自家堂外使用，是为大不敬。故而《礼记·郊特牲》亦对此进行了批评: “诸

侯不敢祖天子，大夫不敢祖诸侯。而公庙之设于私家，非礼也，由三桓始也。”鲁之三桓将公庙设于

私家，是严重违反礼制的行为，故而被作为“典型案例”记载下来，予以批判。

由此，我们可以看到，所谓的“礼”其实是“分节”的，八佾之舞，对应的是天子的身份等级，六佾

之舞对应的是诸侯的身份等级，顺此而下，大夫四佾，士人两佾。也就是说，“佾”的“分节”建构了

身份等级的差异。“分节”这个概念来自语言学家索绪尔，在《普通语言学教程》中指出:“就言语活

动来说，articulation( 分节) 可以指把语链分成音节，也可以指把意链分成意义单位。”③人类的这种

能力则被索绪尔视为不同观念对应不同符号的机能，语词被分割为音节，相对而言，意义被分割为

词汇，这即是符号学上的双重分节，哥本哈根学派的叶尔慕斯列夫指出，语言只是最基本的双重分

节，不是在词素与音素之间，而是在表达面与内容面之间，这样就将双重分节扩大到所有的符号系

统，分节折射出的是符号背后的社会文化意义，其对于文化的人际关系也至为重要，所以赵毅衡指

出:“政治本来就是人际关系的操作，必须对人进行分类，才能知道如何采取社会行动。”④根据周代

的政治制度，自天子而下，诸侯，卿大夫，士人，具有严格的秩序分层，这种分层决定了其身份地位的

差异，而这种差异又会在礼乐制度之中显示出来，如不同的佾舞对应不同的身份等级:

佾舞之数 身份等级

八佾 天子

六佾 诸侯

四佾 大夫

二佾 士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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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舞乐作为表达面出现时，其对应的身份等级则是内容面，表达面和内容面密合无间的时候，

说明社会秩序是正常的，反正，就不正常，季氏的“八佾舞于庭”，就违背了这种对应法则，属于僭礼

求名，故而遭到孔子的批评。同理，在《论语·八佾》的第二节中，记载的也是这种关系的错乱，孔子

也予以严肃的批判:

三家者以《雍》彻。子曰:“‘相维辟公，天子穆穆’，奚取于三家之堂?”

卿大夫称家，三家即是鲁国大夫孟孙、叔孙、季孙之家，朱熹《四书章句集注》谓:“《雍》，《周颂》

篇名。彻，祭毕而收其俎也。天子宗庙之祭，则歌《雍》以彻，是时三家僭而用之。”①三家在祭祀祖

先完毕后撤掉祭品时，让乐工演唱《雍》诗，而这种音乐本是天子祭祀祖先之后撤供时才能使用的，

其内容是说诸侯助祭，天子主祭，三家属于卿大夫，助祭的资格都没有，却在撤供时使用了天子的舞

乐，故而孔子愤怒地加以谴责。《论语集释》引贾疏谓:“天子礼乐特赐周公，鲁惟文王庙、周公庙用

之，若用于他庙则僭。”②显然，鲁之三桓僭越了天子礼乐，而没有遵循礼乐规定的文化秩序和身份

等级。如上文所言，若把舞乐视作表达面，其内容面则是对应的身份等级，礼乐的分节对应的是秩

序的分层，天子、诸侯、大夫和士人皆有与其身份对应的礼乐，礼乐视作“能指”，则对应的身份等级

是其“所指”，孔子奔走列国，倡导恢复周礼，从符号学的角度来看，其实是通过区分能指，进而区分

所指，能指的分节对应的是所指的分节，“分节能折射出符号背后的社会文化意义”，③这一点在《左

传》中的一段材料中表现得更为明显。据《左传·成公二年》记载:

卫侯使孙良夫、石稷、宁相、向禽将侵齐，与齐师遇。……齐师乃止，次于鞫居。新筑

人仲叔于奚救孙桓子，桓子是以免。

既，卫人赏之以邑，辞。请曲县、繁缨以朝。许之。

仲尼闻之曰:“惜也，不如多与之邑。唯器与名，不可以假人，君之所司也。名以出信，

信以守器，器以藏礼，礼以行义，义以生利，利以平民，政之大节也。若以假人，与人政也。

政亡，则国家从之，弗可止也已。”

新筑大夫仲叔于奚出战，大败齐师，援救了卫国将军孙良夫，孙良夫得以幸免于难，不久，卫人

计划将城邑赏给仲叔于奚作为答谢，但是仲叔于奚辞谢了城邑的封赏，进而提出了“请曲县、繁缨以

朝”的要求，并得到卫君的允许，孔子得知此事之后，大为感叹，并大发议论。这里首先要明确“曲

县”“繁缨”的礼学意义，才能作进一步的分析。

《周礼·春官宗伯·小胥》云:“正乐县之位。王宫县，诸侯轩县，卿大夫判县，士特县。”也即是

说王与诸侯、卿大夫、士人在乐器的规格上是有明确分节的，《周礼注疏》引郑注谓: “宫县四面县，

轩县去其一面，判县又去其一面，特县又去其一面。四而象宫室四面有墙，故谓之宫县。轩县三面，

其形曲，……判县左右之合，又空北面。特县县于东方，或于阶间而已。”④天子用乐，悬于四面，以

像宫室，故而谓之宫悬，等次而下，诸侯三面，谓之轩悬，大夫两面，谓之判悬，士人一面，是为特悬，

乐器数量的分节对应的是身份地位的分层。再看“繁缨”，《春秋左传正义》谓:“繁缨，马饰。皆诸

侯之服。”⑤而《周礼·春官宗伯·巾车》亦谓:“巾车掌公车之政令，辨其用与其旗物而等叙之，以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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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出入。”也是明确指出车驾的旌旗是用来区别等级和尊卑秩序之用的，也即是车驾及纹饰的分节

对应的是身份地位的分层，按照这种分节原理，“繁缨”对应的是诸侯的身份等级。而仲叔于奚则是

大夫，按照其身份等级，是不配享有“曲县”“繁缨”以朝的资格的，所以孔子听到卫君特许之后，大

发感叹。孔子认为，与其将车服爵号赏赐给仲叔于奚，不如多封赏土地城邑给他。在孔子看来，车

服、爵号是由国君掌握的，不能假借与他人。因为名号是用来建立权威威信的，有相应的权威身份

才能保持对应的礼器，礼器规格又是用来体现礼制的，而礼制其实就是通过礼器规格的分节来划分

身份等级。“礼以行义，义以生利，利以平民”，这是“政之大节”，所以，如果把礼器爵号随便赏赐给

别人，在孔子看来，就等同于将政权拱手让于他人，自然会有亡国之危，故而孔子对此深感忧虑。

而实际上我们知道，礼乐的分节对应身份秩序的分层，是在礼乐制度的政治权威健全的时候才

能密合无间的，当礼崩乐坏之际，“礼乐征伐自天子出”转变为“礼乐征伐自诸侯出”，乃至出现“陪

臣执国命”( 《论语·季氏》) ，自天子至于诸侯，都逐渐失去了对实际权力的掌控，如此则礼乐车服爵

号都成为“虚名”，不能再有效起到“语法规则”的作用，实际上沦为“空洞能指”。孔子讲求的

“礼”，就其表意机制而言，其实是通过建立“能指”系统的规范性，并通过双重分节原理，确立“所

指”规范，也即是重建身份等级秩序，孔子推尊周礼，如符号学家莫里斯所言:“正是通过在一个文化

的成员中灌输这个文化所特有的指谓、评价和规定，社会就获得了对个人的主要方面的控制。”①在

礼制文化系统之中，身份地位与礼乐爵号相应，指谓关系是明确的，并规定了各自的身份和相应职

能，礼崩乐坏其实就是对这种指谓的破坏，对规定的损毁，双重分节归于无效，故而孔子深恶痛绝，

所以在《论语》中我们可以多处看到孔子对这种不遵循礼制指谓关系的批评，如:

“季氏旅于泰山”( 《论语·八佾》)。

“邦君树塞门，管氏亦树塞门。邦君为两君之好，有反坫，管氏亦有反坫。管氏而知

礼，孰不知礼?”( 《论语·八佾》)

季氏以陪臣祭祀泰山，僭越了天子之礼; 树塞门、反坫皆诸侯之礼，而管仲皆用之，是僭越了诸

侯之礼，皆没有遵循双重分节的符号操作规范，违礼的背后是扰乱了既定的分节对应分层的秩序，

这也正是孔子所不满的原因所在。

二、符形符义: 礼容与礼义关系辨析

从符号学的角度来看，“意义必须用符号来表达，符号的用途是表达意义。反过来说，没有意义

可以不用符号表达，也没有不表达意义的符号。”②人类生活在一个用符号建构的意义世界，而任何

意义的传达都必须经由符号，因为符号的作用就是用来表达意义的，古今皆是如此。礼乐文化是中

华民族固有的文化特质，先民用礼乐来表达特定的文化意义，从卡西尔的符号学观点来看，礼乐的

“文化形式都是符号形式”，③当然，这种形式是经过了长期的发展总结而不断形成的。孔子曾经指

出:“夏礼，吾能言之，杞不足征也; 殷礼，吾能言之，宋不足征也。文献不足故也。足，则吾能征之

矣。”( 《论语·八佾》) 又《论语·为政》中子张问十代以后的礼仪是否可知的问题，孔子回答说: “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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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于夏礼，所损益，可知也; 周因于殷礼，所损益，可知也。其或继周者，虽百世，可知也。”礼乐文化

是在不断的损益增删之中前进的，特别是在经过西周初年的周公等一批统治者的仪式化、系统化之

后，才逐渐发展成一整套政治文化系统，如《礼记·明堂位》所言: “武王崩，成王幼弱，周公践天子

之位，以治天下。六年，朝诸侯于明堂，制礼作乐，颁度量，而天下大服。”显然，周公制礼作乐，是在

对夏商之礼乐损益增删中完成的，并且，作为政治文化制度的西周礼乐制度，也不可能像《礼记》中

所言的那样一年制成，此亦已有学者考证指出，实际上西周的礼乐制度经过了周初几代君王百余年

的建构才逐渐形成的。当这套礼乐文化系统形成之后，在政治权力的支持下又会反过来对社会生

活秩序进行规范调整，将人们的各种表意活动纳入到相应的规范秩序之中，并以此来调节人际关系

和社会秩序。特别是礼乐制度的分节，起到了调控社会秩序、对社会成员进行分层的作用，分节对

士人以上的阶层进行全域覆盖，实际上是将整个统治阶层都纳入到一定的秩序系统之中。因此周

代的礼乐文化系统其实是建构的一套等级符号体系，是一种特殊的“语言”，这种语言规范在时刻维

系着各种“言语”行为，如果“言语”行为不符合“语言”规范，自然会受到相应的制裁。特别是在周

天子拥有对诸侯绝对领导权力的时候，这套语言规范是极其强烈的，但是自平王动迁之后，周天子

的权力日渐萎缩，诸侯势力日渐强大，传统礼乐规定的语言规范也不能再有效约束诸侯及其家臣。

正是在这种社会急剧变化的时期，“人们所借以生活在一起的符号开始丧失它们的明晰性说服力，

而适合于改变了的社会的新符号还没有产生。……语言归于无效，文化象征成了问题，……当符号

不再好好为人服务的时候，人们就有意识地注意起符号来”，①莫里斯甚至直接指出孔子的时期就

是这样一个人们有意识地注意符号的时期，尽管他没有展开对孔子时期符号问题的讨论，但亦足以

给我们诸多的启发。

诚然，符号学是一个舶来的学术名词，中国自古也没有“符号学”这样的概念，但是无论古今还

是中西，用符号来表达意义却是不二法门，中国的先民很早就建构了《周易》这一深奥的符号系统，

西周建立的礼乐制度，其实质也是利用的符号双重分节的作用，通过划分能指进而确立所指的关

系，孔子倡导恢复周礼，其实也是为了重新捋顺这种指谓关系。而且，孔子的所处的是一个大变动

的时代，如莫里斯所言，文化象征都出了问题，天子的八佾之舞竟然被鲁之三桓用于自家宗庙之中，

各种礼仪仪式的废弃，无不让孔子痛心疾首，并开始思考礼容与礼义之关系问题。所谓礼容其实就

是各种不同的礼仪仪式，而礼义则是对各种礼仪意义的解释。② 礼容置于礼乐符号系统之中，其解

释项即是各种礼义。

如果说礼容是符号表达面( “能指”符号) ，那么礼义则可视作符号的内容面( “所指”意义) ，任

何礼义的传递，都需要借助一定的礼容，如果没有礼容，那么礼义将无所附丽。这一点在《论语·八

佾》就有反映:“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。子曰: “赐也! 尔爱其羊，我爱其礼。”“告朔饩羊”是一种古

礼，“天子颁朔于诸侯，藏之祖庙，至每月朔必朝于庙，告而受行之。于是乎以腥羊作献，谓之饩

羊。”③羊在这里是一种献礼的行礼之物，《论语注疏》指出，鲁国自鲁文公始将政礼荒怠，“始不视

朔，废朝享之祭。有司乃供备其羊。子贡见其礼废，故欲并去其羊也”，④尽管鲁国国君不去参加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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朔之礼，但是有司依然保留着杀羊献礼的礼仪形式，也即是礼容尚在，子贡认为既然国君不去参加

告朔之礼，那么不如干脆将礼容也一并撤销，但遭到了孔子的反对，孔子认为，“羊存犹以识其礼，羊

亡礼遂废，所以不去其羊，欲使后世见此告朔之羊，知有告朔之礼，庶几或复行之，是爱其礼也”①，

子贡眼中是作为一般事物的羊，而孔子眼中则是作为行礼的羊，因此孔子眼中的羊，已经不再是作

为实物的羊，而是礼的符号表征，如池上嘉彦所言:“当某事物作为另一事物的替代而代表另一事物

时，它的功能被称为‘符号功能’，承担这种功能的事物被称为‘符号’”②。告朔之羊在此时已经承

担了作为献礼之物的功能，因此成为礼的符号，礼的符号在场，才能表达礼的意义，如果将这只告朔

之羊去掉，则告朔之礼的意义就无从附依，礼的意义是由羊来传达的，也即礼义需经礼容表达出来，

没有礼容，礼义就彻底无从谈起，孔子注目的乃是经由羊传递的相关的礼的意义，而不在于这只羊

本身的价值和意义，这也正是孔子坚持保留告朔之羊的原因。

孔子一方面关注作为表达面的礼容，另一方面也十分注重礼容背后的礼义，甚至礼义比礼容更

为重要，这一点在“礼非玉帛”的论述中有更为清晰的体现:

子曰:“礼云礼云，玉帛云乎哉? 乐云乐云，钟鼓云乎哉?”( 《论语·阳货》)

前文论及，孔子注重作为表达面的礼容之属，但并就是说孔子不注重其解释项礼义，在这里，孔

子明确指出，礼并非玉帛钟鼓之属，当然也包括前文所言的告朔之羊这类行礼之物，行礼之物只是

一种符号，而符号是用来传递意义的，也即是礼义，礼义是缺席的，所以需要礼容来表征，正是“意义

不在场，才需要符号”，毕竟“符号表意之所以有必要，是因为意义缺场，解释意义不在场是符号过程

的前提”③，礼义需要对礼容符号的解释才能体现出来。但礼容本身并非礼义，无论是祭祀的玉帛，

还是演奏的钟鼓，都不是礼义，但是礼义又离不开玉帛和钟鼓，如果只看到作为礼容的玉帛和钟鼓，

便以为这是礼，这是不对的，礼的精义在于对礼容的解释意义，也即是礼义，礼义才是礼的精髓。如

《礼记·郊特牲》所言:“礼之所尊，尊其义也。失其义，陈其数，祝史之事也。故其数可陈也，其义

难知也。知其义而敬守之，天子之所以治天下也。”明确指出礼的精义在其礼义部分，所谓“陈其

数”即是礼仪形式，也即礼容，这是祝史等神职人员的工作，而礼义却关系到天子治理天下这样的大

事，所以相较而言，礼义的价值重于礼容。但在符号操作层面上二者不可偏废，没有礼容，礼义无法

得到表征和阐释，孔子提醒人们注意的是，作为礼容的玉帛钟鼓本身并不等于礼义，这在当时是有

其语义背景的，皇疏引王弼之言云:“礼以敬为主，玉帛者，敬之用饰也。乐主于和，钟鼓者，乐之器

也。于时所谓礼乐者，厚执币而所简于敬，盛钟鼓而不合《雅》《颂》，故正言其义也”④。礼的价值

意义不在于礼容，而在于礼义，如敬、和等，这才是礼义，但时人往往以为有礼容就足够了，忽视了对

礼义的追求，其实还是“不仁”的表现，“人而不仁，如礼何? 人而不仁，如乐何?”( 《论语·八佾》) 孔

子在礼乐文化中注入了“仁”的精神内核，所谓仁，孔子的解释是“克己复礼为仁”( 《论语·颜渊》) ，

如笔者所言，孔子“倡导的是一种道德上的自律，将礼乐文化道德化，……然后来规范自己的符号表

意行为”⑤，将对礼义的追求与遵循内化为道德伦理，进而实现对礼仪形式的遵从和礼义内容的敬

和，二者相须为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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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必也正名: 孔子重塑编码的规则

如前文所云，晚周诸子面对礼崩乐坏社会失序的现状，都从不同的立场和角度开出了自己的救

世之方，如道家的无名论，墨家的兼爱论，名家的名实论，黄老道家的刑名论等，而面对这种社会颓

坏的现实，儒家孔子提出的则是正名论。那么，正名论究竟如何操作，其深层意义又是什么，值得

探析。

孔子的时代是一个大变动的时代，旧有的社会秩序正在崩毁，而新的社会形态又处于建构之

中，文化象征等在这个变异的时段都出了问题，既有之名不能表征业已变化的实，如孔子所言: “觚

不觚，觚哉! 觚哉!”( 《论语·雍也》) 刘宝楠《论语正义》引《五经异义》谓“一升曰爵。爵，尽也，足

也。二升曰觚。觚，寡也，饮当寡少”①。觚与孤同音，孤与寡叠韵，是同源字，所以，“此觚命名原与

君子之称‘孤’‘寡’有同义也。今饮常不寡而仍称曰觚，名实乖矣，犹曰觚哉!”②作为饮器的觚，取

饮少之义，而时人饮不寡亦称为觚，故而觚之名( 饮少) 与觚之实( 饮不寡) 出现乖谬，是名不符实

( 一说觚有棱角，而孔子见到的圆形酒器亦称觚，并非有棱角的觚，所以孔子慨叹名不符实) 。周代

礼乐制度将人伦日用等都纳入礼制秩序之中，宴饮的名不符实自然也影响到对礼义的践行，这于推

尊周礼的孔子而言自然是不能容忍的。

实际上，春秋以降，传统伦理秩序失序，各种僭礼越礼的事情时有发生，按其实质，其实就是没

有遵照自己阶层对应的礼乐制度，没有相应的名分但是享用了相关的礼乐，所以孔子之正名主要是

正政治名分，因此正名所“正”主要是政治伦理的名分，如孔子正假马之名即是如此:

孔子侍坐于季孙，季孙之宰通曰:“君使人假马，其与之乎?”孔子曰:“吾闻君取于臣，

谓之取，不曰假。”季孙悟，告宰通，曰:“自今以往，君有取谓之取，无曰假。”故孔子正假马

之名，而君臣之义定矣。③

在孔子看来，君主向臣下索要东西，只说是“取”，而不是“假”，“取”体现的是君尊臣卑，而

“假”则是平等关系，没有凸显君之尊，这样“孔子纠正假马的‘假’字，君主臣子的名义就确定

了”④。在孔子看来，政治上的名分很重要，如果处理不好，就会造成政治上的混乱，就像齐景公问

政时所说的“君不君，臣不臣，父不父，子不子”( 《论语·颜渊》) ，长幼失序，尊卑错位，所以孔子正名

论，注重的是名分的对应，也即是遵循符号双轴操作原理。而这种操作已经被“礼”逐一规范好了，

因此，儒家倡导的礼其实就是一套规则系统，这套系统对社会生活、政治伦理方方面面都有相应的

规定，“通过礼仪仪节的分层实现了社会现实尊卑等级的分层，规范了社会秩序，礼仪仪节的稳定带

来的是社会秩序的稳定。礼的分层在统治阶层内部实现全域覆盖，人伦日用之中，无不用礼来规

范”⑤，因此从某种程度而言，礼其实是当时社会的秩序的符码( code) ，孔子倡导“非礼勿视，非礼勿

听，非礼勿言，非礼勿动”( 《论语·颜渊》) 实际上是强调符码在社会秩序调控中的权威性。而面对社

会失序，孔子提出正名的举张，其实就是维护符码编码规则，这在《论语·子路》篇中体现得尤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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突出:

子路曰:“卫君待子而为政，子将奚先?”

子曰:“必也正名乎!”

子路曰:“有是哉，子之迂也! 奚其正?”

子曰:“野哉，由也! 君子于其所不知，盖阙如也。名不正，则言不顺; 言不顺，则事不

成; 事不成，则礼乐不兴; 礼乐不兴，则刑罚不中; 刑罚不中，则民无所错手足。故君子名之

必可言也，言之必可行也。君子于其言，无所苟而已矣。”

卫出公蒯辄与其父蒯聩争位，这样君臣之名分不定，于是弟子子路就问孔子如果卫君蒯辄请孔

子佐政，该如何为政时，于是孔子就有了这段著名的正名论。首先，孔子十分明确地指出要正名，但

这个正名的观点立马被子路直接否定，并认为孔子迂远于事情，于是孔子有了进一步的申论。孔子

指出，如果名分不正，则行事缺乏理据，如此则会导致行事不成，行事不成则文化象征失效，进而导

致社会失序，如此则会引起更大的混乱。名分对应着相关的身份等级，这种身份等级又有相关的角

色分工，也即是“君君，臣臣，父父，子子”( 《论语·颜渊》) ，毕竟“名位不同，礼亦异数”①，所以孔子的

正名其实就是恢复礼乐文化系统对社会秩序的规范，使得君臣、父子各自按照自己的身份角色规范

自己的表意行为，使之符合礼的规定性，而礼又是社会秩序的符码。

尽管历代注家对孔子究竟正谁之名有不同的看法，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，即是卫国的君臣父

子之名不正，这也正是为政的大忌，《吕氏春秋·处方》篇对正名分的问题有过较为深入的总结:

“凡为治必先定分。君臣父子夫妇，君臣父子夫妇六者当位，则下不逾节而上不苟为矣，少不悍辟而

长不简慢矣。……同异之分，贵贱之别，长少之义，此先王之所慎，而治乱之纪也”②。为政先正名

定分，确定各自的身份等级并作为行事的理据，如此则回复到周礼规定的既定秩序之中。准此而

言，孔子之正名，其深层乃是一种政治意识形态，正名从表面来看，是要求事物回归到其既定规范的

原初状态之下，但实质上是用旧有的意识形态来规范处于变化之中的社会人事，这一点业已为学者

所发现，如屠友祥指出，当名固定之后，意识形态与名密合无间，正名之时，名背后的意识形态却难

以发现，“故每俟新的定型、新的意识形态出现，正名者就往往是先前的意识形态的固守者”③。在

晚周大变动的时代，孔子积极倡导的正名，不仅是一个“觚不觚”之类的“正百事之名”的事情④，难

怪朱熹在注解齐景公问政一节时指出“此人道之大经，政事之根本”⑤，孔子正君臣父子之名的正名

论实乃是其试图恢复礼乐秩序的施政纲领，使失序的社会恢复到既定的轨道，这也正是其正名的深

层意蕴。

( 责任编辑: 田 然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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